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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近来，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包括对美国大选后的大国战略取向、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治理、国际制度的信息角色与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等，具体如下：
１．美国大选后的大国战略取向和中国外交战略思维
２．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治理：南北关系的演进
３．国际制度的信息角色与国内政治
4.  国际关系理论漫谈
学术交流
12月17-19日，普林斯顿大学Helen Milner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David Baldwin以及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方松英访问国务学院，与上海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展开学术交流。
● 学术讲座
美国大选后的大国战略取向和中国外交战略思维
2008年12月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文科楼826谈判与表决模拟实验室以《美国大选后的大国战略取向和中国外交战略思维》为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政治系主任樊勇明主持。
杨洁勉主要讲述三方面内容：一、奥巴马当选；二、主要大国战略取向；三、中国外交战略思维。
客观地讲，布什的外交政策乏善可陈，但是在其任内适当改善了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但在奥巴马的亚洲政策中，如何开在亚洲地区展合作，是一个巨大挑战。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宣称要从伊拉克撤兵，同时加强对阿富汗用兵。主要原因有三：一、阿富汗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战争，而伊拉克战争缺乏国际法支持，属于非法战争；二、伊拉克现在的形势比过去有所稳定；三、奥巴马本人就反对伊拉克战争。作为一个竞选口号，奥巴马可以宣传；一旦上台执政，阿富汗尚未“敲定”，基地组织已经明显感觉到威胁，在孟买制造连环恐怖袭击。
奥巴马当选后对华政策，继承和延续是主流，但是发展和变化非常重要。“继承”中间有个趋势：一、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将是稳定的，发展是具体的，机制和结构可能会有变化。在克林顿时期第二任开始，中美关系逐步实行首脑对话，以及主要在两任布什时期，建立起来的重要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以及战略对话。美国政府存在一定的“惯性”，布什上台，有一句名言：“逢克必反”；现在布什政府的人也非常担心，奥巴马上台会“逢布必反”。然而，华盛顿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曾经有过权力的人、一种现在仍有权力的人、一种是将来想要有权力的人。奥巴马可能会把经济战略对话变成战略气候对话。
就中方而言，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比较稳定。尼克松访华以来，每位当选总统都有某种钟摆效应，往往需要经过几个回合，再又回到中间。克林顿当年在竞选时很有名的“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第一任四年基本浪费，从第二任开始，才真正为中美关系努力；小布什如果没有“9·11”，恐怕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些，为降低“钟摆”的负面效应，中方希望奥巴马时代能逐步走出“钟摆”效应。在对待主要国际事务方面，中方能够与美国共同合作。布什任内，主要活动集中于反恐和强化地缘政治，实行“高政治”；奥巴马时代，很可能从“高政治”转向“低政治”，聚焦经济问题、能源（石油）问题、环境问题等。
关于主要大国的战略思想，杨洁勉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三大因素的催化；二、大国战略的取向；三、战略特点和趋势。所谓“三大因素”主要包括：一、金融危机，“覆巢之下无完卵”，全球化时代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机制缺失、机制错位的影响都是全方位的；二、俄格冲突，引起了大国关系重新洗牌，必须思考：俄罗斯现在国力有所增强，意欲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给美国一个警告，还是俄罗斯真的要靠军事手段，改变冷战后的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三、美国大选必然导致其对外政策的相应变化，全世界都可能进行相应调整。
与之对应，大国战略的取向：一、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的对外战略将出现一个收缩的过程；金融危机对欧盟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彼此要求进行金融体系改革，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金融危机冲击了日本，但也给了日本的更大的外交战略空间；俄罗斯经济相对单一，金融危机影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金融危机对新兴大国的影响有所不同，中国和印度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巴西相则比较小。二、国际体系设计方向和战略重点也不尽相同：美国仍然努力重建全球政治和道德制高点，如果美国的软实力得以恢复，对世界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日本主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金融协作，对日本本身是一个考验，对世界各国也是一个考验。三、各个国家的战略配合，将会对他们相互关系的战略配合发生影响。
大国的战略合作是主流，但是金融危机下，各国关系将更具动态性，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在机制性问题上的碰撞和磨合，从“一超多强”转向“多强一超”，传统盟国关系作用在下降。新兴大国崛起，要求进行机制建构，参与全球事务，谋求发言权，在解决区域地区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增加大国之间的合作面，造成了增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首先要努力完善国际战略，兼顾“决不当头”与“有所作为”，实现从地区大国到世界大国、从国际舞台上的配角到国际舞台的主角、从单向向全面方向发展的转变；其次，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三、“两个支点，四个方面”：以亚洲大国和新兴大国群体作为外交政策两个支点，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分体系，继续巩固南北发展。 （叶启成 供稿）
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治理：南北关系的演进
12月18日，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B. C. Forbes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全球化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Helen Milner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作了题为“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治理：南北关系的演进”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
Helen Milner教授从过去30年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演变入手，主要分析了全球化、发展、国际制度三大问题，着重探讨了全球化、发展、国际制度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产生的多重影响。作为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生代的领军人物、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之一，Helen Milner教授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以及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
Helen Milner认为，传统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分析强调权力分析并聚焦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和谈判。惯常的智慧往往作以下假设：一、全球化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因为它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体系中；二、经济发展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谈判能力；三、国际制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密尔纳教授借助“非对称相互依赖”（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和Thomas Schelling的“混合动机博弈”（mixed motive game）等概念说明我们应对传统的权力分析智慧的结论应采取更复杂的看法。
通过论述，密尔纳教授认为：一、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提高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二、经济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有了更多的利益攸关，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越来越强烈的互惠性要求，很难再享受特殊照顾；三、国际制度的发展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也对最强的国家具有约束作用。
最后，Helen Milner教授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问题与跨国行为体、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地区主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及改革等问题，并回答了在座师生提出的问题。  （马斌、吴澄秋  供稿）
 
 
国际制度的信息角色与国内政治
12月19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方松英博士在美国研究中心107室作了题为“国际制度的信息角色与国内政治”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方松英讲解了她的一篇有关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论文。在该论文中，方教授用一个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来为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中选民与领导人互动的影响提供微观基础。方教授的研究的主要结论是：通过与国内选举中的民主选举相结合，国际制度能够对有私人计划的领导者的行为形成约束，因为国际制度能够向国内选民反映出关于局势和领导人的更多的信息，进而影响领导人能否继续当选。方松英认为，国际制度的信息角色迫使领导人更多地寻求国际制度的支持而不是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
最后，方教授还介绍了博弈论在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并向在座学生提出了她的研究建议。  （吴澄秋  供稿）
国际关系理论漫谈
12月23日，陈玉刚教授在文科楼725召开学术讲座，漫谈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2008年的世界大事不断，中国外交起伏不迭，陈玉刚教授以洛阳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若干论文为切入点，反思何为理论？何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国际关系创建的趋势如何？陈玉刚认为，理论是思维的训练，构建理论需要凸显思辨性，同时应该明确：理论是否应该具备预测性？如果具备，如何使其更有说服力？具体到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投放到国际环境中，细致考察跨国因素。
构建国际关系理论，陈玉刚强调，首先需要确定研究对象，明确合适的研究边界；其次需要建立解决问题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最后建立对应的逻辑关系并加以论证。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主义”之争有所缓和，研究开始回归到问题本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逐步整合到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以建构主义为赌注研究，开始对国家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学界开始反思历史观本身，譬如福山的“重新发现历史”、“历史宿命论”、“历史循环论”和“历史进化论”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议程也随之进入研究视野，开辟研究新领域成为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一方面，从传统研究基石研究民族国家、主权、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以新基石研究人权、环境等要素，开辟全球公共产品的建立和供给、非传统安全问题和新政治经济秩序等研究领域。
最后，陈玉刚探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性问题：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性，需要回归到人的基本价值和需要，包括个人发展和共同发展的需要、人的尊严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等。  （盖彦楠 供稿）
● 学术交流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沿 
2008年12月17-19日，应国际政治系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教授的邀请，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B. C. Forbes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全球化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Helen Milner、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编者David Baldwin以及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方松英前来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并于12月18日在美国研究中心202室与上海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沿”展开学术交流。
讨论会由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主持，来自复旦大学和其他高校的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讨论。Helen Milner教授介绍了她筹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团体IPE Society、介绍了国际关系研究如何与经济学、比较政治的研究相结合，对全球化、国际机构、贸易、金融、环境、对外援助、移民、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展开研究。她特别强调了两个趋势，一是IPE研究对国际制度的关注，二是IPE研究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并且她还认为量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越来越结合。 （吴澄秋  供稿）
